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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去机构化” 到 “再机构化” ： 文化契合性
如何影响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

吴　 莹　 胥　 璇

【摘要】“去机构化”和建构社区共同体，是应对“生物—医疗”精神康复
模式诸多弊端的有效途经。但是在中国语境中，文化的不契合性成为阻碍建构
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因素。研究运用参与观察和访谈法，对某市实施近十年
的社区精神康复实践项目进行分析，探讨该项目从最初倡导多主体参与和多元
化职业康复模式的“去机构化”构想，到服务单一、对象同质性、多样职业康
复弱化的“再机构化”的演变过程，以及其中的文化影响因素。研究从制度文
化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分析文化契合性的重要性，在社区精神康复实践中，制度
文化表现出管控性较强和服务性不足；社会文化出现区隔性社区文化与家长权
威制文化并存，它们阻碍了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公共性的形成。研究的意义在
于提出在中国语境中，精神康复实践“去医学化”遇到的阻力及可改善的途经，
以及文化契合性对中国实施“去机构化”社区精神康复的重要性及其在社区治
理中具有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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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康复的“去机构化”与社区共同体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其中在心理健康板块提出“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这是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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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层面关于社区精神康复的最高级别规定。之后，民政部出台《关于加快发展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民发〔２０１７〕１６７号）、《关于积极推行
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２０２０〕１４８号）、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民发〔２０２０〕１４７号）等文件，进一步落
实社区精神康复工作。政府对社区精神康复的重视来自于现实的压力：精神疾
病具有病程长、易复发、致残率高、容易发生危险行为等特点。此外，我国人
口基数较大，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众多，这些均给我国并不完善的精神卫生体系
带来巨大负担，而长期住院治疗又可能会导致精神病患者依赖医院、难以回归
社会等。总之，依靠医院治疗的“生物—医疗”模式已不能够满足我国当前精
神康复的需求，社区康复成为医院治疗之外的重要补充。

在理论层面，社会医学化现象是近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反思的问题。社会医
学化是伴随现代医学技术日趋发达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指某些社会越轨行
为或人们不寻常的生理特征被贴上病症标签、过度医疗化的过程（Ｃｏｎｒａｄｅ，
１９９２）。精神病从诊断、治疗到康复均受特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福柯，
１９９９；杨锃，２０１４；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１），是容易发生社会医学化的领域。社区精
神康复是应对精神病领域社会医学化的途经之一（叶锦成，２０１８）。另外，从社
会治理的角度看，社区精神康复也是社区治理的范畴。２０１９年４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指出共同体是实现
社会治理和应对危机的载体。建构社区共同体可能促进社区精神康复实践的
推行。

综上，本研究基于某市Ａ精神卫生防治院多年的社区精神康复实践经验，
以社区居住康复模式“康复园”项目近十年的运行为例集中探讨：第一，社区
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何在；第二，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文化契合性如何影响
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及其本土经验和教训。

二、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与文化契合性

（一）社区精神康复与世界范围内的“去机构化”历程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民政部等政府部门联合颁布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

规范》（民发〔２０２０〕１４７号），其中用社区康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ＢＲ）来指代社区精神康复，指“通过多种方法使有需求的人在社区生活中获
得平等服务的机会”，而社区康复服务是指“精神障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最终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多学科、多专业融合发展的社会

６８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服务”。社区精神康复服务是精神专科机构、综合医院、收容性住院治理模式的
补充，其服务对象一般包括处于非急性期的精神障碍康复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去机构化”（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运动将社区康复模式推到了承担精神康复重任的位置上。“去机构化”指将精神
病患者从大型封闭的医院机构向社区转移的过程，包括关闭专科精神病医院，
设置综合医院中的精神科，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康复和服务模式，使精神病患者
或康复者更好地融入社会，恢复其自主性，倡导诊疗和康复的公平性，享受应
有的就业、教育、住房权利等（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２０１０）。

在美国，“去机构化”运动最早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并得益于１９６３年通过的
《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法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ｃｔ），随后在全国建
立了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经过“去机构化”改革，美国大量精神病院被解散，
精神疾病患者主要在社区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治疗康复。从１９５５到２０１０年，美
国精神病院住院率下降了９６％ （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１６）。意大利的“去机构化”源自
巴扎利阿（Ｆｒａｎｃｏ Ｂａｓａｇｌｉａ）领导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巴扎
利阿认为精神病院是一种以治疗为名，实则用于社会防御的暴力机构，他提倡
用治疗共同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来取代精神病院。在他的努力下，意大
利议会于１９７８年通过了《巴扎利阿法案》（即意大利的精神卫生法），该法案
规定通过逐渐阻止住院来取消精神病院。直至１９９９年，意大利全国完成了关闭
所有精神病院的目标（杨锃，２０１４）。英国推行“社区治疗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ＣＴＯ）制度，保证那些未能痊愈但已不满足强制住院条件的患
者接受社区治疗和康复，类似一种“个案护理计划”，强制居住在社区中的患者
定期复诊、接受家访等，在患者人权和公众安全中保证平衡等（张博源，２０２１）。

“去机构化”是精神病患者权益保障的一大进步，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美国，“去机构化”使很多精神病院关闭，大量精神病患者流入社区，而社区
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设备、专业人才和场所容纳这些精神病患者，导致精神病患
者成为无家可归者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去机构化”只是实现了将病人从大
型医院机构到小型居住机构的转移，大批从医院流出的精神病患者住进了社区
疗养院。巴扎利阿将之称为“宽容的机构”，认为这种“宽容的机构”和精神
病患者与流浪者的共存，形成了在社会层面上的“全面机构化”（杨锃，２０１４）。
“去机构化”并非是指关闭精神病院或缩小机构规模，从本质上理解，“去机构
化”应该是对精神康复和服务理念的反思和改革。

“去机构化”不一定适合每个国家，探讨契合社会文化的社区精神康复之
路，在我国当下显得非常重要。我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去机构化”变革，大型
专科精神病院仍然承担着重要的治疗和康复功能。迫于医疗资源的限制，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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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试验和推行“医院—社区”一体化、倚重社区的康复模式（马弘等，
２００９）。在“医院—社区”联动模式之外，以职业康复为中心的会所模式及社区
日间照料的机构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中。总之，在主张精神病患回归日常生活、
恢复社会功能、尊重其人权和自主性等方面，考虑如何将“去机构化”理念用
在我国社区精神康复中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
在社会学家滕尼斯（２０１９）的定义中，社区即是共同体，是由同质人口组

成，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
虽然空间性是社区的基本属性，但是社区主体的链接功能、社会化功能、援助
功能和管理功能对于公共治理更具重要价值（张博源，２０２１）。失能者在社区中
过上正常的生活，享受其应得的权利，在常态化环境中得到有尊严的照顾，在
日常生活中恢复其承担社会角色的能力。社区拥有的资本可以弥补国家福利供
应及市场化照料不足的缺陷，其公共性使之具有社区照顾的能力。

然而如何认识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巴扎利阿在意大利
“反精神病学”运动中开创性地将“社区”植入精神病院的改革，就是一种建
立社区共同体的思维。从“团体精神病疗法”“治理共同体”到“社区化”精
神病院，都是对社区作为共同体之公共属性的放大（杨锃，２０１４）。然而，社区
康复共同体应该是谁的共同体，仅仅包含康复者及其家庭成员，还是也包括其
他利益不相关者？共同体如何存在？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了解社区的公共属性非
常关键。

如何构建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精神疾病从“治
疗”思维向“康复”思维转变的关键。从消除或减轻症状，到重视功能恢复和
适应环境；从评估症状及原因的诊断，到评估患者在当前环境中需要的技能和
支持；从药物、心理和行为的治疗，到从患者需求出发，对其进行康复训练并
教授资源整合和联结的技巧，这些从治疗到康复的改变背后，蕴含着更深层的
观念转变———重视精神病患者的主体性和自由，重视其公民权，而不仅仅将之
作为威胁公众安全的管控对象，或作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对象（张博源，２０２１）。
从这个意义上，重视精神病患者的主体性及权利的观念与构建社区共同体、强
调精神康复的公共性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晚，自２００３年开始，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至今
不足二十年。自１９９８年国有企业改制后，社区接替“单位办社会”，承担社会
治理、社会服务和社区照料等职责，然而由于缺乏时间培育，社区作为共同体
的功能还没有发挥出来。社区在多数情况下仅被表征为具有空间功能的地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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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代社会要求的基于多元主体“脱域性”的共同体属性还未发育起来。有
研究者指出，当下社区表现为生活个体化、组织碎片化和公共性衰落三大困境
（杨君等，２０１４），社区建设仍然依赖政府推动，居民归属感不高，参与不积极，
形成当下特定的“共同体困境”（郑杭生、黄家亮，２０１２）。

（三）文化契合性对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影响
基于我国当下社区发展状况，文化契合性视角有助于探讨社区精神康复共

同体建构的问题。文化契合性这一概念应用广泛：在个体层面，文化心理学家
提出文化与个人契合性（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 ｆｉｔ）概念，指出个人价值观与主流文化
价值观越契合，个人积极心理体验越多（Ｓｕｈ ＆ Ｃｈｏｉ，２０１８）；也有研究提出文
化不契合理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探讨个人内化的规范与阶层文化环境
的不契合性将会影响其社会适应与积极心理的获得（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在
制度与文化层面，我们将文化契合性定义为被引入的制度或治理模式与本地社
会文化相适应的状态。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在对组织的相关研究中指出，组织必须适应环境才能
生存，法律、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等因素构成了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社
会事实”，他们同时引用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概念，强调文化、观念和社会期
待等外在因素对组织生存的影响（周雪光，２０１５）。本文提出的文化契合性类似
于这里的社会事实与合法性，强调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模式在引入中国时所
需要的外在环境。

早期新制度主义梅耶等人的研究还指出，文化作为非正式性规范，影响和
改变了正式制度的施行效力：当制度设计与内生性文化规范冲突时，制度执行
效力最差，文化成为阻碍性因素（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国内也有研究指出，
在不同的社区类型中，文化规范与制度规范的诉求和方向性并不总是一致的，
文化可以作为阻碍制度实施的因素；文化也可能被建构为与制度同向的规范，
促进制度的引入与施行（吴莹等，２０１６）。文化是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的共享现
实（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其具有的共享性和建构性使文化不等
于制度、治理模式或社会结构，而独立表征为在制度等实体之外的共享观念、
行动逻辑或共同规范。公共性是建构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核心，我们将从制
度文化和社会文化两个维度来分析文化对公共性的影响。
１ ． 制度文化表现出的“管控性”
“管控”是精神病院治疗制度中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福柯曾指出，精神病院

作为制度，承继早期贫民习艺所、穷人收容院等禁闭制度的功能，收容社会的
“越轨者”，对其命名、标识和区隔，规训社会民众的行为（福柯，１９９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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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通过精神病院的制度延续在现代精神治疗中，形成管控性文化固定下来。
在西方的“去机构化”运动中，精神病院制度形成的管控文化一直是改革和反
思的目标（杨锃，２０１４）。戈夫曼用“全控机构”来界定精神病院对人的管控
性，在“全控机构”中，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被整齐划一地安排，个人属性被剥
离，精神病患者感到“无力化”（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１）。而社区治理两大主体（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影响制度文化的表现型态。“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
—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可能导致精神康复制度中产生管控性文化。由于我国社
会治理中实行“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精神康复的管控性制度文化表现在
“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病情复发肇事”等目的上（杨锃等，２０１７）。欧美国家
社区治理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环境，在制度文化层面则有明显的服务性
特征，有利于构建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例如，政府和社会对家庭的支持计划，
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发掘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发动“自下而上”多主
体参与，依托成熟的社区，鼓励社区居民培养社区感等（Ｒｏｅｌ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以英国为例，社区精神康复服务也包含中央政府的健康部与住宅部，地
方政府的社会服务局和住宅局等多部门间的合作（王燕锋，２００８）。
２ ． 社会文化中表现出的“区隔性”
社会文化的区隔性在很多经典研究中均有共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Ｍａｒｙ Ｄｏｕｇｌａｓ）曾在《制度是如何思考的》一书中指出，分类给事物或人群合
法性或不合法性的标定，以达到社会系统区隔与“洁净”的目的，社会成员对
某些区隔具有的共同意识是维持社会系统（道格拉斯用“制度”来泛指社会系
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周雪光，２０１５）。社会心理学家约翰·乔斯特（Ｊｏｈｎ
Ｊｏｓｔ）也提出系统公正理论（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来表达类似观点：在特
定社会中，人们拥有对现存社会系统合法化的动机，包含偏见和排斥的社会系
统合法化更容易以内隐的形式被弱势群体内化（Ｊｏ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在欧美国家，社会文化的区隔性主要体现在种族和阶层的区隔中。美国
“去机构化”实践存在忽略少数族群“文化敏感性”的现象。例如，俄亥俄州
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在精神病院的住院率大于白人，在精神病院中，住院的有色
人种比例高出有色人口在人口总数占比的很多倍；“去机构化”的社区康复资源
让白人中产阶级优先享用；在“去机构化”的消费和家庭运动中，少有少数族
裔的声音；在地方精神健康委员会中，黑人委员的比例较少等（ＤｅａｓＮｅｓｍｉｔｈ ＆
ＭｃｌｅｏｄＢｒｙａｎｔ，１９９３）。

在我国，社会文化的区隔性源自社区感的缺乏。社区感是指社区居民所共
享的意识、观念、价值观或规范，是形成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社区感
是影响社区精神康复的重要因素（Ｓａｒａｓｏｎ，１９７４）。有研究指出，社区感是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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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宏观环境结构和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中间机制（Ｔ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感是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私民”意识使公众的社区感较低，
对社区内弱势群体关注较少（颜玉凡、叶南客，２０１９）。我国社会治理中的
“大政府—小社会”模式也使社区感发育不足，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漠视、忽
略、排斥的隔离性文化弥散在社会中，可能成为阻碍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
因素。

此外，中国家长权威文化与社区精神康复实践理念存在冲突。在中国家庭
文化中，权威、秩序大于自由、表达和沟通（Ｈｓｕ，１９８５）。在中国的精神病患
者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管控变成了对精神病患者的管控和监督（Ｔｓｅｎｇ ＆ Ｈｓｕ，
１９７０）。家长权威制文化观念使精神康复成为家庭私域内事务，使得家庭倾向于
在家庭内解决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问题。另一方面，当家庭成为患者的照料主体
且家庭又缺乏外在支援时，将使家长制文化发酵，并导致忽略、限制和虐待的
产生。他们将精神病患者隔离在医院，限制其自主选择康复场所的权利等。由
此，家庭文化可能是区隔性社会文化的一种。

三、研究对象、过程及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是某市Ａ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以下简称“Ａ精防院”）下
设的康复园。Ａ精防院是所在区公立精神卫生二级专科医院。经过多年实践，Ａ
精防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区精神康复模式“Ａ精神康复模式”，并多次在各种
行业会议上推广。例如，２０１６年由国家卫计委主办的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
点区现场交流会中，Ａ精防院被作为“‘医院—社区’全程自助化精神康复链”
特色模式推广。Ａ精防院的模式由四部分组成：封闭式院内康复、开放式院内
康复、家庭式居住园康复和自助式社区康复。康复园模式就是其中的家庭式居
住园康复，其发展过程能够呈现文化与社区康复模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
康复园模式作为研究对象。

康复园是为那些满足出院条件、家属不愿或不能接收回家康复的患者设立
的。每个康复园可容纳５ ～ １５位康复者，类型分为养老式康复园、职业康复园、
居家生活式康复园。在办理出院手续、明确家属责任后，康复者入住康复园。
康复者入住康复园需符合以下条件：Ａ区户口；无传染病、重大躯体疾病及病
史，生活能自理；经Ａ精防院精神科执业医师评估，适合住康复园；康复者自
愿、法定监护人及家属同意入住康复园，并能够遵守康复园内各项规章制度。
２００９年９月，Ａ精防院学习意大利社区康复模式，和意大利合作方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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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社区中合作建园。２０１１年起，由Ａ精防院牵头组织社会力量，成立了Ａ精
神康复服务协会，开始独立建园。该协会对社区式居住康复机构实施全面的管
理，Ａ精防院负责推荐康复者及提供医疗支持。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Ａ
精防院支持协会共建立了十多个康复园，其间因为租房合约到期、租金涨价、
遇到拆迁等原因关闭了几个，目前还有８个，分别位于不同的社区，共有床位
５６张。

本研究开始于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结束，在三类康复园中各选择一
个作为研究地。研究方法以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共２７人：包括
居住在康复园的精神病患者２０人，康复园的护士和护理员４人，医院康复部管
理人员２人，Ａ精防院院长１人。在研究和分析策略上，本研究采用纵向分析和
横向分析相结合的策略：下文第四部分采用纵向分析策略，从时间轴线上回顾
康复园项目从理念引入到落地的发展，再到当下呈现“再机构化”的过程；第
五部分使用横向分析策略，探讨文化契合性对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之公共性的
影响。

四、“再机构化”的定义及康复园“再机构化”的历程

（一）对“再机构化”的界定
对“再机构化”的定义是基于“去机构化”概念。有研究者指出，形式上

的“去机构化”带来很多后续问题。例如，在美国，无家可归者增多、私立精
神病院收容机构床位增加、流转于不同社区康复机构未回归社会的新长期住院
（ｎｅｗ ｌｏｎｇｓｔａｙ）患者增多，监狱成为“最大的精神病院”，收容肇事犯罪的精神
病患（Ｘｉｅ，２０１１）。因此，“去机构化”的涵义不是指关闭大型机构，减少大型
机构的数量，也不是缩小机构规模，从大型治疗机构变成小型治疗与康复机构
（赵环，２００９）。

反对去个体化、单一、冷漠的治疗模式，帮助患者恢复其自主性和社会功
能，并使其较好地融入社会的复原思维是“去机构化”的核心。也有研究指出，
基于多元主体参与、有“社区”存在的康复模式，能够从保障精神病患者再社
会化的角度，恢复其自主性等人权，才是“去机构化”的核心观念（张博源，
２０２１）。综上，“再机构化”是指实施“去机构化”之后，并未达到“去机构
化”效果的康复实践，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公共性的缺乏，如康复方式单一、
服务对象同质性强；在个人层面表现为没有达到帮助患者恢复自主性和社会功
能的“再社会化”效果。在本文以下部分，我们也将从组织形式和康复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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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来分析康复园从规划“去机构化”目的，到出现“再机构化”结果的
过程。

（二）康复园的“去机构化”目标：构建具有“公共性”的社区精神康复
共同体

受意大利合作方的影响，康复园最初建立时有较明确的“去机构化”实践
目标，从两个方面努力构建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包括多主体参与目标和发展
多元化职业康复模式。
１ ． “去机构化”设计：多主体参与目标
康复园模式实际是意大利精神康复“去机构化”模式在中国的落地引入，

康复园模式学习和借鉴了合作方———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康复机构的经验，主
要是指意大利的“用户家属专家”模式（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ＵＦＥ）。
这个项目重点在于发挥患者及患者家属的作用，通过培训使他们成为“精神康
复志愿者”、帮助患者的“专家”，以便对更多患者（家属）进行服务。

意方专家介绍了他们在３０年间为病人提供的服务项目，如开设了“精
神卫生中心”“阳光之家”“一起做之家”“自助之家”等服务机构。这些
机构都是开放性的，鼓励病人、家属、志愿者及市民的共同参与，强调
“病人—家属专家”在病人康复中的作用及意义。（Ａ精防院提供相关资料）
特伦托市康复模式的“公共性”在于，通过吸纳ＵＦＥ志愿者以及市民参与，

使精神康复成为“大家一起做”的项目。在与意大利康复机构的合作中，康复
园最初培养了７名ＵＦＥ志愿者，其中６名是患者，１名是患者家属，每人对接
帮助５名其他患者。此外，康复园吸收了意大利“大家一起做”的项目理念，
通过社区精神卫生分中心的医生，以及护士、社工、ＵＦＥ和其他志愿者的共同
参与，构建多方合作模式。总之，康复园项目最初构建了非常完备的多主体参
与模式，是“去机构化”设计的重要体现。
２ ． “去机构化”设计：通过多样化职业康复实现“公共性”的初衷
职业康复是帮助精神康复者找回自主性和社会功能的途经，是在精神康复

者再社会化方面体现康复“公共性”的方式。职业康复作为精神康复诸多训练
目标（生活技能训练、自主服药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体能训练、职业康
复训练）的高级形式，也是社区精神康复的最终目标。职业康复是康复园项目
作为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设计目标，Ａ精防院在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２年建立了４个
职业康复园（简称“职康园”），包括卫生用品生产、洗车服务、超市和农业种
植（见表１）。职业康复种类丰富，康复者体验积极。例如，一位康复者曾讲述
了在便民超市职康园服务的经历使她产生了对未来就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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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在另一个园里做超市收银员的，后来那个园关了，我就转到了
这个园（包筷子），我觉得收银员比这个包筷子有意思，包筷子老是在那坐
着重复一个动作，没啥意思，而且如果我爸同意接我回家以后，我就想去
超市当个收银员或者理货员。（康复者Ｍ）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建立的４个职业康复园情况
职业康
复园名称

康复者
（人）

工作人员
（人）

志愿者
（人） 康复活动

ＭＤ园 １８ ２ ４
生产一次性筷子，产品计件，月底根据计件
结果发报酬

ＳＸ园 ６ １ １
洗车服务，每月对洗车收入汇总，根据每人
日常工作生活的综合表现给报酬

ＨＴ园 ９ １ １

便民超市和洗车房，３名康复者和１名志愿者
经营超市，同时他们还负责ＨＴ洗车房７人的
午饭供应。洗车房的经营与ＳＸ园相同

ＣＬ园 ６ １ １ 进行蔬菜种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访谈资料自制。

从建园至今的十多年里，康复园经历了摸索创建、繁荣发展到规模逐渐缩
小的过程。在建园初始，Ａ精防院及下属协会积极吸收意大利社区精神康复共
同体概念，丰富参与人员的多样性，发动和挖掘患者及家属的自身力量，努力
建构在治疗系统及医院之外的社区共同体。在设计这一康复共同体时，康复园
也积极为康复者寻找出路，从职业康复角度实现了多样化，使康复者有机会逐
步回归社会。总之，康复园的初期规划和所提倡的职业康复多样化实践都很超
前。然而，康复园在国内落地发展，并不完全契合国内文化情境，导致逐渐衰
落并表现为“再机构化”的结果。

（三）康复园的“再机构化”结果：从开放的“再社会化”到封闭的小型
居住机构

康复园的“再机构化”状态表现为：康复园数量逐渐减少；多样化的职业
康复逐渐衰退；被服务群体同质性较强，以老年康复者为主；服务内容逐渐单
一化，由融入社会目的的职业训练到基于日常生活的单一训练。
１ ． 康复园数量逐渐减少
康复园经过创建、发展、繁荣和萎缩阶段。２００９年与意大利爱心协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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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康复园；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独立建立了４个康复园，设床
位４４张，其中一个为职业康复园，对外开展洗车服务；２０１３年新建６家康复
园；２０１４年康复园总数达２０家，床位达１０２张，年入住患者１７２人次；２０１６
年因房租涨幅较大，康复园受房租影响缩减至１０家，床位６９张；２０１８年康复
园缩减至８家，只有一个职业康复园，床位５６张。
２ ． 多样化的职业康复逐渐衰退
职业康复对康复者来说是恢复其社会功能的有效方式。２０１３年底，Ａ精防

院共有康复园１１家，其中有４家职康园，工作包括便民超市、便民洗车店、一
次性餐具加工、话吧复印室等，职业康复的内容很丰富。但是随着康复园的不
断发展，入住的老年康复者数量逐渐增多，职业康复的意愿减弱。有些社区居
民的不认可以及政府对违章建筑的管制，使得目前仅剩１家职康园（Ｍ康复
园），其他３家都变成了老年园或居家园，多样性弱化。康复园的功能由职业康
复向养老居家康复转化，实现再就业、真正回到社会的康复者数量变少。

２０１４年，有洗车店的那个康复园开得红红火火，工作人员认真地对康
复者培训洗车的流程，那个园的康复者体力好，工作也特别认真，我们把
价格也定得很便宜。来洗车的不算多，但是康复者每个月多多少少能领点
工资，他们也很开心。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那儿洗，有时候上边的领导来
参观，也会洗一下车，亲自付给他们钱，也算是对他们的鼓励。后来２０１７
年的时候，某某区不是着火了嘛，然后政府就地毯式排查违章建筑，进行
安全检查和整顿，检查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咱们这个小超市和洗车店都是
在街边开的，没有营业执照，所以就都关了。（Ａ精防院康复部管理人员）
由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原本多样化的职业康复功能逐渐削弱，变成单

一的养老园或居家园，这一变化使有就业意愿的康复者失去职业技能培训的机
会，走出康复园回到社会变得更加困难，逐渐呈现出不利于患者增权、自我价
值难以发挥的“再机构化”特征。
３ ． 被服务群体呈现同质性：以老年康复者为主
康复园与其他精神康复机构状况相似，老年康复者的比例增加。在２０１４

年，康复园的数量达到最多，共有２０家，据统计，入住康复者共有８６人，其
中年龄在５５岁以上的有３４人，占总人数的３９ ５％。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有
８家康复园，共入住康复者５８人，其中年龄在５５岁以上的康复者有３５人，占
总人数的６０ ３％。原本设计的居家园中老年康复者比例明显加大。

现在园里的老年人比较多了，他们大多数都是离异，或者一辈子没结过
婚，没有孩子。兄弟姐妹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整日照顾他们，就把他
们放到这儿，有专业的人照顾，给点零花钱，偶尔来看看。他们也就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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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养老了。（Ａ精防院康复部管理人员）
老年康复者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减弱，家属无力照顾年老体弱的康

复者，他们被安置在康复园中，养老目的逐渐强于康复。“去机构化”的建园目
标，到目前呈现出承担养老功能的“再机构化”特征。
４ ． 服务内容逐步单一化
由于老年康复者数量逐渐增加，职业康复的训练逐渐减少，康复园提供的

康复服务越来越单一化。康复园最初设定的生活技能训练、自主服药训练、社
会交往训练都没有得到较好实施。第一，生活上基本还是由看护人员照料，生
活技能训练呈现形式化；第二，康复者还是由工作人员统一发药、监督服药，
并未达到自主服药的训练目的；第三，因为康复者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接受
的社会交往训练不够，病耻感较强，表现为不愿主动与人沟通等。另外，“家庭
—康复园”的连接松散，来自家庭的支持不足也是社会交往训练不够的原因。
多数家属仅仅是定期交费，给少量零花钱，看望的次数逐渐变少，尤其是老年
康复者和家属的联系较少，和外界的互动也有限。

总之，以上这些状态有共同的指向，即康复园失去了最初设计时主张的多
主体参与、职业康复多样化的再社会化功能，逐渐变成了功能单一的医院外居
住机构，未能满足康复者自主性和回归社会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再机构化”
的特点。

五、文化的不契合如何弱化了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

康复园出现的“再机构化”现象实际是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公共性”萎
缩和弱化的过程，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中存在的不契合性
是削减这一“公共性”的原因。

（一）阻碍“公共性”的制度文化：多“管控”少“服务”的特点
制度文化不同于制度，而是弥散在制度制定和实施中的逻辑、规范或共享

观念，区别于有明确指令内容的制度本身。在康复园的建立和发展中，制度文
化在三个层面上表现出“管控性”多于“服务性”。

第一，康复园由政府主导，实行“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包含较多来自
政府的管控和维稳的思维，“不出事”仍是基层政府的普遍考核目标（谢迎迎
等，２０１９）。我国还处于倡导发掘社区、社会组织力量的阶段，社会组织的作用
发挥不足，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大政府—小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影响制度
文化，使管控变成主要特征：过于强调维稳和安全，将减少严重精神病人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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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作为考核的单一指标，而忽略社区康复的发展成果（谢迎迎等，２０１９）。
康复园能发展起来，区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

康复园根本办不起来。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资金支持、政策支持，使康复园
的建立和发展减少了很多阻力，得到了必要的资源。但是协会的工作也受
到很多的限制：缺乏自主性、做什么事都要以稳定为主、不能损害到周边
居民的利益、要定期向政府部门汇报工作等。（Ａ协会会长）

之前有考虑过在康复园所在社区开设面包房的想法，让康复者通过康复
训练有工作可做。但是跟领导沟通后，他们觉得风险太大，“安全问题”谁
都不能保障，最后这计划不了了之。类似的以“安全”之名阻碍康复活动
和训练的现象很多。（Ｍ康复园负责人）
制度文化的管控特点使康复园的发展和扩大受到限制，进一步导致社区精

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出现萎缩。例如，在职业康复园发展中，政府的管
控使康复园只有非常有限的自主活动空间，失去较多引入市场资源、拓展康复
园发展的机会。

第二，医疗部门主导的制度实践中，仍然包含很多管控性文化，缺乏“社
会性”和“公共性”。在社区精神康复的政策执行层面，政府部门条块分割、资
源独立、较难形成合力（马弘等，２００９）。目前“医院—社区”模式多是以精
神专科医院的指导为中心，社区康复虽然以基层区县和街道卫生机构为依托联
合社区进行，但是主导权仍在医院。“条块分割”使医疗部门与社会福利部门，
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机联结缺失。在社区精神康复工作推行中，由国家到地
方都是以医疗部门为主导，多次关于精神康复的多部门合作会议均由原先的卫
生部门主持，至２０１７年才出现了第一次由民政部召集的部委层面社区精神康复
联席会议。

康复园项目也是如此。一方面，康复园虽然由精神康复服务协会这一社会
组织承办，但是其运营和管理主体仍然是Ａ精防院的康复部。从康复园入住者
的精神状态评估、接受申请到护理人员和医护人员的选派，再到康复园的运营，
实际都归医院所管辖。另一方面，康复园的资金虽然一部分来自于民政部门和
残疾人联合会的拨款，但是社会福利部门在康复园的扩展性运营及发展上，以
及联络和动员的社会力量上都较少参与。在康复园的运营过程中，吸纳社会组
织力量、引入社工服务方面也做得不够。

总之，医疗部门的主导性弱化了康复园作为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
限制了康复园的规模，导致“再机构化”倾向的出现。

第三，制度文化中表现出较弱的“服务”倾向，也是弱化社区精神康复共
同体“公共性”的因素。缺乏服务性，表现为缺乏对康复者家庭以及康复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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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对康复者及其家属的支持是社区康复体现其公共性的重要方面。以美
国为例，对家庭和家属进行心理、教育、财务规划、职业发展的支援以及家属
自组织的培育，成为“后去机构化”时代支撑社区精神康复推行的保障性文化
环境（井世洁，２０１４）。相对比，我国当下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补贴非常低，完
全满足不了患者家庭及其成员的需求，这种补贴还包含“以奖代补”的管控思
维。例如对三级以上未肇事的严重病人的看护每月给予２００元补贴（李莹，
２０２０）。一方面，制度文化缺乏服务性，使家庭成为承担康复的兜底者，这也是
家属更愿意将康复的精神病患者留在医院而不去康复园的原因，这直接导致了
康复园规模的萎缩。另一方面，制度文化服务性的缺乏还表现在对患者社区康
复住所和康复场地支援的缺位，因为住所和场地是康复园实现其公共性的硬件
基础。

位于城市社区的康复园需要建筑面积为１２０ ～ １５０平米的三室两卫或四
室两卫的简装房屋，楼层在３层以下，可容纳６ ～ ７人同时居住，内部必要
的生活设施齐全。农村地区或厂区康复园，能够接受精神障碍者居住。空
间的要求使康复园寻找适合的房屋有一定的困难。（Ａ协会会长）
在英国的社区照顾运动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房屋管理部门是重要参

与者，他们为康复者提供住房和资金资助，与社会福利部门同等重要（王燕锋，
２００８）。这种多部门联合服务于特殊群体的文化在我国政府制度中还比较少见。
康复园较少得到政府部门的服务性支援，相反，城市规划要求的拆迁和市容整
治，是康复园面临房屋和场地等硬件缺乏的难题，直接导致多座康复园关闭。

（二）阻碍“公共性”的社会文化：社区中的区隔性文化与家庭中的权威式
文化
１ ． 社区中的区隔性文化
公众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缺乏，使精神康复者在社区遭受污名、歧视和社会

排斥（Ｂｙｒｎｅ，２０００；Ｃｏｒｒｉｇａｎ ＆ Ｗａｔｓｏｎ，２００２），进而形成区隔性文化，在康复
者与社区居民之间形成屏障，削弱了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本研究发
现，康复园所在的各个社区内普遍存在对精神康复者的污名和排斥，居民难以
接纳同精神障碍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这样，康复者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只
能和园内其他康复者及工作人员相处交流，呈现“再机构化”的被封闭状态。

我也不是歧视那些精神病患者，就是自己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看新闻
上说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虽然他们现在是康复了，但是得了那种病哪能
好啊，要是没有什么严格的保障措施，想到自己住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
心理感觉难以接受，怕出现什么问题。（康复园所在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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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者住在小区里，曾有居民投诉，民警上门盘问并叮嘱“没事不要
随便乱出来”。唯一可以给他们安慰的，是照顾大家的护工Ｌ大姐。也许是
因为她儿子也是精神科医生，所以当别人问到Ｌ大姐做这个工作怕不怕时，
她总是说：“我不怕，我儿子跟我讲过，他们吃完药恢复好了跟正常人一
样，所以我根本不怕。”她甚至还向民警承诺：“这些人都很好的，他们治
疗好了，不犯病，都很健康。（康复园工作人员）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和Ｃｈａｖｉｓ （１９８６）从社区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凝聚社区的重要机

制是社区感，它包括成员资格、个人与社区的相互影响、整合和满足需要共享
的情感联结。在宏观层面上，共享的社区感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我
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感发育不成熟，居民缺少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也
不认同精神康复者的社区成员资格。在个人与社区的相互影响以及情感联结上
基本为空白，难以体会社区认同带来的“公共性”，导致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
识较为淡薄。在这样具有区隔性的社区文化中，康复园作为一种需要多方参与
的社区照顾共同体更难以生存。管理人员曾讲述过康复园设立过程中，社区居
民对精神康复者的极端排斥行为。

康复园里有时候会有社区的居民来了解情况，问我们里面住的都是什么
人，严重点的就会有居民联合起来拉横幅，到物业投诉，要求我们写个东
西，做个保证，保证小区内其他居民的安全。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在别墅
区的ＭＧ园。那是２００９年我们第一次开始建园，在某山间别墅里建了ＭＧ
园，环境、居住条件都很好，开展各种训练和康复，还有电视台来采访。
但是宣传后被其他居民发现了，人家就不干了，业主委员会集体拉横幅，
去物业告我们，各种协调都没有效果，最后这个园就关停了。居民的接受
程度还是很低，态度很冷漠。（康复园管理人员）
到目前，康复园只能设立在Ａ区的偏远城市社区或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在

社区文化层面对康复园的排斥性明显弱于城市。不同社区类型的社区文化影响，
也能使我们看到社区中的区隔性文化如何弱化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社区精神康复来说，
弱化或改善社区文化中存在的“区隔性”，是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之公共性的关键。
２ ． 家庭中存在的家长权威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长权威制特点，是在家庭层面上影响社区精神康复共

同体建构的重要原因。在能否出院、去哪个康复园的选择中，家属都有很大的
话语权。这种由家属做决定的家长式文化在中国普遍得到认可，较少被质疑。
同时，长期住院的患者也较少有表达自己想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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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章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
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要保护精神病患者个人的
自主权。在现实的入园程序中，精神病患者虽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可以出院，但
入住康复园也要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或者家属不办理出院手续，康复者
就不能出院，更无法选择去康复园康复。康复者的自主选择权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精神卫生法里，按规定是自愿住院的精神病人经评估可以出院后，是
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出院、出院后去哪。但是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有很多
限制，就是责任啊安全方面的限制。必须指定一个监护人，一定要监护人
同意才可以出院，才可以住到康复园里，中国这个家长的身份特别明显。
（康复园管理人员）
拆迁补偿、推卸赡养负担等经济利益纠纷也被隐藏在这种家长权威制文化

中，康复者的自由意愿和利益并不能充分表达，康复者没有自主性。
监护人权力太大，有时候还会侵犯病人的经济利益，比如家里拆迁了，

监护人就越不想把他接回家。只是把他放到这，给他交点费用，给点零花
钱。病人进入康复园之前要签协议，精神病人自己、康复部、家属三方都
要签，主要是对康复部和家属的责权的划分，没有太多涉及病人的。（某康
复园负责人）
此外，由于我国当下福利制度中存在“去家庭化”的取向（韩央迪，

２０１４），使精神病患家庭得到的福利性支持不足。家庭不堪承担作为康复主体的
重任，这样使得家长权威制文化的阻碍被放大，家属多数选择将康复者继续留
在医院，导致康复园规模逐渐萎缩。由此，家长权威制的文化规范成为削弱社
区精神康复共同体之公共性的因素。

六、结论

本文将康复园作为本土社区精神康复的案例，呈现其发展过程———从“去
机构化”建构目的到“再机构化”的现状，探讨阻碍其公共性发展的文化不契
合因素。本文研究发现，现代精神病院制度中的管控理念以及我国特定的社区
治理模式，使制度文化表现出较强的管控性和较弱的服务性；我国社区的发展
过程导致的社区感发育不足，使社区文化表现出较多区隔性和较弱的公共性；
我国福利制度中的“去家庭化”取向，使家庭得到的支持不足，进而放大家长
权威制文化的消极影响。借鉴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以上的文化环境
是使康复园这样的一个外来组织模式“水土不服”的外在因素。在此结论之外，
本研究还包含以下关注：

００１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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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作为一种打破“社会医学化”的
模式

现代精神病院制度使精神病治疗和康复过于“医学化”，包括依赖药物和技
术，忽略病人作为人的自主权和主观需求（福柯，１９９９；杨锃，２０１４；Ｇ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６１）。社区精神康复是改善精神病治疗和康复过度“医学化”的重要方式。
如以上分析，社区精神康复的核心在于其对“公共性”的诉求。

一方面，精神疾病本身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精神疾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
带来严重的家庭和社会负担、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等）使之成为公共卫生的重要
范畴，其治疗和康复具有“公共性”的需求，是患者及家庭无法独立应对的，
需要在公共层面上的多方合作参与及多主体支援。

另一方面，社区共同体的公共属性具有满足精神病治疗和康复需求的功能。
社区精神康复建构的共同体强调复原理念以及帮助康复者恢复自主性和社会功
能。“公共性”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康复者赋权，在社区层面表现为通过多种形式
促进康复者融入和参与。本文通过反思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的“公共性”在中
国本土文化何以可能，提出精神康复中的社会性因素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
力”，将“社会”从精神病治疗中还原出来，发掘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达到弱
化社会医学化的效果。

（二）文化契合性：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在中国本土何以可能
本文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对文化契合性的探讨。从国际经验来看，社区精神

康复的“去机构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程，这些源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
特殊性。例如，Ｈｕｄｓｏｎ （２０１６）在对全球１３６个国家精神康复“去机构化”状
况进行模型分析后发现，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之后，种族多样性、人类发展指数、
人口密度、国家整体表现出的价值观取向等文化因素导致不同国家“去机构化”
的水平不同。本文分析发现，制度管控性文化、社区区隔性文化以及家长权威
制文化等文化不契合性因素阻碍了社区共同体中公共性的建构。从改善文化环
境、建构“公共性”的视角出发，也许能够帮助社区精神康复模式在我国本土
社会顺利落地、生根壮大。从理论角度来看，讨论文化契合性的影响，实际也
是探讨影响制度或组织模式的文化环境，进一步验证和呼应新制度主义社会学
对文化环境的强调。从现实出发，本文对文化契合性的讨论，也有助于进一步
推广其在其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和培育。

１０１

从“去机构化”到“再机构化”：文化契合性如何影响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
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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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Ｂ． Ｙ． （２０２１）．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ｂｅｉ 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１４７ － １５９．

赵环（２００９）． 从“关闭病院”到“社区康复”———美国精神卫生领域“去机构化运动”反思及启示． 社会福利，

２０１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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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７ － ５８． 　
Ｚｈａｏ，Ｈ． （２００９）． Ｆｒｏｍ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７：５７ －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杭生、黄家亮（２０１２）．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
析． 东岳论丛，１：２３ － ２９．
Ｚｈｅｎｇ，Ｈ． Ｓ．，＆ Ｈｕａｎｇ，Ｊ． Ｌ． （２０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ｎｇｙｕ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３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５）． 组织社会学十讲．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５）． Ｔｅ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Ｌ． Ｌ． （２０１０）．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４５：１６１ － １７１．
Ｂｙｒｎｅ，Ｐ． （２０００）．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Ｉ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６：６５ － ７２．
Ｃｈｉｕ，Ｃ． Ｙ．，Ｇｅｌｆａｎｄ． Ｍ． Ｊ．，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Ｔ．，Ｓｈｔｅｙｎｂｅｒｇ，Ｇ．，＆ Ｗａｎ，Ｃ．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４８２ － ４９３．
Ｃｏｎｒａｄ，Ｐ． （１９９２）．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８：２０９ － ２３２．
Ｃｏｒｒｉｇａｎ，Ｐ． Ｗ．，＆ Ｗａｔｓｏｎ，Ａ． Ｃ． （２００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１６ － ２０．
ＤｅａｓＮｅｓｍｉｔｈ，Ｄ．，＆ ＭｃｌｅｏｄＢｒｙａｎｔ，Ｓ． （１９９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８４：１０３６ － １０４０．
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１９６１）． Ａｓｙｌｕｍ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ｍａｔ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Ａｎｃｈｏｒ．
Ｈｓｕ，Ｆ． Ｌ．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Ｍａｒｓｅｌｌａ，Ａ． Ｄｅ Ｖｏｓ，Ｇ． ＆ Ｈｓｕ，Ｆ． Ｌ． （Ｅ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ｖｉｓｔｏｃ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ｄｓｏｎ，Ｃ． Ｇ． （２０１６）．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ｅ ａｃｒｏｓｓ １６１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４５：１３５ － １５３．
Ｊｏｓｔ，Ｊ． Ｔ．，Ｂａｎａｊｉ，Ｍ． Ｒ．，＆ Ｎｏｓｅｋ，Ｂ． Ａ． （２０１０）．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５：８８１ － ９１９．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Ｄ． Ｗ．，＆ Ｃｈａｖｉｓ，Ｄ． Ｍ． （１９８６）．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４：６ － ２３．
Ｍｅｙｅｒ，Ｊ． Ｗ．，＆ Ｒｏｗａｎ，Ｂ． （１９７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８３：３４０ － ３６３．
Ｒｏｅｌａｎｄｔ，Ｊ． Ｌ．，Ｄａｕｍｅｒｉｅ，Ｎ．，Ｄｅｆｒｏｍｏｎｔ，Ｌ．，Ｃａｒｉａ，Ａ．，＆ Ｋｉｓｈｏｒｅ，Ｊ．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Ｌｉｌｌｅ，Ｆｒ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１９：１０ － １８．
Ｓａｒａｓｏｎ，Ｓ． Ｂ． （１９７４）．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Ｎ． Ｍ．，Ｆｒｙｂｅｒｇ，Ｓ． Ａ．，Ｍａｒｋｕｓ，Ｈ． 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 Ｓ．，＆ Ｃｏｖａｒｒｕｂｉａｓ，Ｒ． （２０１２）． Ｕｎｓｅｅｎ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１１７８ － １１９７．

Ｓｕｈ，Ｅ． Ｍ．，＆ Ｃｈｏｉ，Ｓ． （２０１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Ｅ． Ｄｉｅｎｅｒ，Ｓ． Ｏｉｓｈｉ ＆ Ｌ． Ｔａｙ
（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ＵＴ：ＤＥ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Ｔｅｒｒｙ，Ｒ．，Ｔｏｗｎｌｅｙ，Ｇ．，Ｂｒｕｓｉｌｏｖｓｋｉｙ，Ｅ．，＆ Ｓａｌｚｅｒ，Ｍ．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４７：１６３ － １７５．

Ｔｓｅｎｇ，Ｗ． Ｓ．，＆ Ｈｓｕ， Ｊ． （１９７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６：５ － １４．

Ｘｉｅ， Ｂ． （２０１１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３：４８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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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

从“去机构化”到“再机构化”：文化契合性如何影响社区精神康复共同体
的公共性◆


